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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5246952]摘要：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效应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持续正向调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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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3188183][bookmark: _Hlk41560132]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and adjustment, this paper adopts the SBM-ML index method,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nd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since the deepening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act of command-control regulation tool and public-voluntary regulation tool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is inverted "U" typ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gulatory intensity, and the former has greater influence effect, while the market-driven regulation tool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regulatory intensity. (2) In short term, the command-control regulation tool and public-voluntary regulation tool have a flexible and opposite adjustment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latter has a larger range, while in long term, the market-driven regulation tool has a continuous and positive adjustment on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a balanced and dynamically coordinated hybrid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proposed by combining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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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_Hlk18437054]《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环境绩效排名在全部参与排名的国家中始终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空气质量方面更是排在倒数第4名[1]。此外，能源供需矛盾加剧、经济发展的粗放格局难以维持等种种问题已成焦灼态势。面对能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我国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以此来强调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量占全社会总能耗、总排放量70%以上的产业，其绿色发展决定了我国绿色技术及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
[bookmark: _Hlk1848667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考虑能源和资源消费的投入产出率，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引领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工业绿色发展，进而探讨在经济持续增长与降低污染排放的双重压力之下，作为被动实施的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会从时间和规制强度两方面如何影响并调节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政府又该如何充分利用好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作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对于政府推动工业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实现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此，本文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借助面板门槛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探讨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类型，从时间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探讨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有助于政府更为有效地实施各类环境规制工具。二是基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工业绿色发展，揭示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不同影响结果，有助于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寻找高效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
2  文献概述
2.1  环境规制工具类型划分
作为环境经济学热点之一的环境规制问题广泛存在于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但工具类型的划分却不尽相同，主要倾向于以下几种：其一，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或仅划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类型进行研究。其中：张娟等[2]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采用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即单位工业产值治理成本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以此论证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吴传清等[3]亦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采用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SO2去除率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展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张艳云等[4]则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用能源环境政策数进行表征后探讨其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其二，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两种规制工具类型进行研究。其中：高苇等[5]分别用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发证数及为恢复矿山环境所投资金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两种环境规制工具的强度，以此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申晨等[6]亦选取环保法规、行政规章及环境标准数衡量命令控制型规制强度，以排污费及试点城市开始设立实施排污权交易平台的时间虚拟变量反映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进而探究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其三，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3种规制工具类型进行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采用污染事件的媒体曝光率、议会选举的投票率等指标对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进行表征[7]；限于数据的获取，Pargal等[8]尝试选取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等指标来构建用于衡量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综合指标；Xie等[9]亦是采用受教育程度及环境污染投诉指标进行衡量。但这些指标的选取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强度。
2.2  环境规制与生产率
[bookmark: OLE_LINK43]作为产业领域饱受关注的生产率问题一直是衡量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3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环境规制政策的落实会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进而与生产率之间形成制约关系。如：Korhonen等[10]以北欧的硫排放为例探讨了环境规制与造纸行业之间的关系，表明严格的规制利于生态，但长远来看，硫排放规制政策的实施不利于造纸行业竞争力的发展；Barbera等[11]更是得出美国七八十年代生产率的明显下降是环境规制所致。其二，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诱导企业创新进而与生产率之间形成双赢关系。其中：Jorge等[12]在西班牙中小企业之间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创新补偿效应关系的存在；Costa-Campi等[13]则在西班牙制造业部门之间得出环境规制政策是创新研发投资的驱动因素；Chakraborty等[14]更是在印度皮革和纺织行业内发现有力证据。其三，认为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还会受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进而两者之间形成不确定的关系。其中：冯志军等[15]基于我国200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得出环境规制与我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因环境规制类型和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刘章生等[16]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创新补偿”和“循成本”两个不同方向的效应；Rubashkina等[17]以1997－2009年间欧洲17个国家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波特假说”的弱、强两个版本后发现环境规制对创新活动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具有不确定的影响关系。
基于已有的文献研究发现：第一，当前有关环境规制工具分类与产业发展的研究极少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因素，均倾向于将环境规制看作一个整体，亦或是将其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工具类型进行研究；第二，现有环境规制与生产率间的文献研究并未形成统一观点，且多为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少涉及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背景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本文将采用SBM-ML指数法测算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我国工业绿发展水平，进而借助面板门槛模型，利用细分后3种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着重分析其具体的规制强度分别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同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调节效应，探讨时间轴上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冲击力度和延续模式，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3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3.1  模型构建
3.1.1  SBM-ML指数模型
[bookmark: _Hlk41637502]本文选择能够恰当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并构建相邻参比Malmquist指数模型来测算我国不同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TFP），以此来考察不同省份工业绿色发展的变化情况[18-21]。假定规模报酬可变，将每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存在L种投入、M种期望产出和N种非期望产出，则省份i在第t年所包含的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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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引入跨期动态的概念，借鉴几何平均值思路，构建t与t+1连续两年参比的SBM-ML指数。其中，基于Malmquist方法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TFP）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c）和技术进步指数（Tc）。公式如下：
	
	( 3 )


3.1.2  门槛回归模型
为避免人为划分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对相关研究造成的结果偏差，本研究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门槛效应检验[22-23]，并通过自动识别样本数据，捕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门槛特征，以此探讨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在具体规制强度方面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鉴于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特征，为避免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分别设定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公众自愿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为门槛变量对最优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或若干个门槛，跨越不同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工具对其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分别建立单一、双重及三重门槛模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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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5）（6）中：I为门槛示性函数；为门槛变量，分别为3类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为具体的门槛值；Control为一组会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产业规模、产权结构、外商投资、对外开放、研发强度及基础设施6种。
3.1.3  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
PVAR模型具有识别所有变量均为内生变量的优点，可真实反映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互动及调节关系[24]，故此，本文构建了包含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的PVAR模型，以便进一步研究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调节效应，并考察时间轴上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冲击力度、延续模式及其贡献大小。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23]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选取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自深化稳定阶段至今（2008－2017年）为本文研究的时间节点[25]。限于数据的获取，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资本、人力、能源3种投入指标，总产值及利润2种期望产出指标，以及废水、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3种非期望产出指标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具体指标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投入变量
	资本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进行表征

	
	人力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从业人数进行表征

	
	能源
	以各省份工业能源消费量为准折算为标准煤进行表征

	期望产出变量
	产值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进行表征

	
	利润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进行表征

	非期望产出变量
	废水
	以各省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进行表征

	
	废气
	以各省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进行表征

	
	固体废弃物
	以各省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进行表征



面板门槛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均以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门槛变量），就影响及调节效应进行回归分析；而控制变量的选取则分别从行业、技术和研发3个方面选取产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外商投资和对外开放以及研发强度指标进行研究；另外，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可通过环境基础设施的共享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故基础设施也被选取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所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bookmark: _Hlk18404618]表  面板门槛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工业绿色发展(GTFP)
	以SBM-ML指数法测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TFP）进行表征

	核心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命令控制型（ER1）
	以各省份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进行表征

	
	市场激励型（ER2）
	以各省份排污费征收总额进行表征

	
	公众自愿型（ER3）
	以各省份环境信访总数进行表征

	控制变量
	产业规模（Ind）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行表征

	
	产权结构（Pro）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产值占比进行表征

	
	外商投资（Fdi）
	以各省份外商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行表征

	
	对外开放（Open）
	以各省份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行表征

	
	研发强度（Rd）
	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科研经费内部支出进行表征

	
	基础设施（Infra）
	以各省份每平方千米土地铁路与公路里程的几何平均值进行表征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bookmark: _Hlk41574180]4.1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算结果与分析
4.1.1  30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
我国30个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来源分解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稳中向好、动力强劲，但动力来源发展不平衡。其中，就30个省份的平均值来看，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5.3%，工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初步成果显著；其分解得到的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仍有较大差距，分别为年均增长0.2%、5.1%。说明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主要依赖于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状况，而技术效率指数过于缓慢的增长则表明我国工业产业的技术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来源急需平衡协同发展。
4.1.2  各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
[bookmark: _Hlk41578519]由表3可知1），我国各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中部、东部及西部依次递减的发展趋势。其中：东部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幅度居中，增幅为6.2%，其分解后的技术进步指数增长6.2%；技术效率指数却仅展现出0.1%的增长幅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几乎为零；而中部地区则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化，各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现出极大的增长潜力，展现出超越东部8.5%的增幅，且技术效率指数同步增长1.2%、技术进步指数增长7.4%，更有湖南、江西等省份表现出全国领先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幅度；西部则整体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最低，由于西部相对较差的资源条件不利于工业发展，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有2.1%的增幅，其分解后的技术效率指数更是负增长0.4%。
表3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来源分解
	省份
	GTFP
	[bookmark: _Hlk41577966]Ec
	Tc
	
	
	省份
	GTFP
	Ec
	Tc

	北京
	1.044
	1.010
	1.035
	
	
	湖北
	1.114
	1.022
	1.087

	天津
	1.030
	0.996
	1.034
	
	
	湖南
	1.138
	1.084
	1.050

	河北
	1.125
	0.986
	1.141
	
	
	内蒙古
	0.994
	1.076
	0.924

	辽宁
	1.079
	0.932
	1.158
	
	
	广西
	1.101
	1.084
	1.016

	上海
	1.037
	1.013
	1.025
	
	
	重庆
	1.111
	1.040
	1.068

	江苏
	1.021
	1.003
	1.018
	
	
	四川
	1.030
	0.996
	1.034

	浙江
	1.079
	1.001
	1.080
	
	
	贵州
	1.041
	1.015
	1.026

	福建
	1.101
	1.035
	1.060
	
	
	云南
	1.009
	0.991
	1.019

	山东
	1.063
	0.996
	1.068
	
	
	陕西
	1.069
	1.001
	1.068

	广东
	1.021
	1.005
	1.015
	
	
	甘肃
	1.002
	0.985
	1.016

	海南
	1.082
	1.033
	1.047
	
	
	青海
	0.931
	0.877
	1.062

	山西
	1.020
	0.967
	1.055
	
	
	宁夏
	1.012
	0.997
	1.020

	吉林
	1.078
	1.037
	1.040
	
	新疆
	0.933
	0.890
	1.048

	黑龙江
	0.955
	0.850
	1.126
	
	东部
	1.062
	1.001
	1.062

	安徽
	1.129
	1.035
	1.091
	
	中部
	1.085
	1.012
	1.074

	江西
	1.133
	1.064
	1.065
	
	西部
	1.021
	0.996
	1.027

	河南
	1.113
	1.034
	1.079
	
	全国
	1.053
	1.002
	1.051


注：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及各生产率指数均为几何平均数。

4.2  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4.2.1  门槛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17875154]我国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均存在双重门槛，其中前者单一门槛在5%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1%的水平下显著，后者则显示单一门槛在1%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则仅有单一门槛在1%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本文分别对命令控制型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进行重点分析后得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相应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08和＝0.011，其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0.007，0.012］和［0.008，0.013］；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相应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01和＝0.002，其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0.001，0.003］和［0.001，0.003］；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相应的单一门槛值则为＝0.001，其95%置信区间为［0.000，0.001］。
表4  2008－2017年我国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环境规制工具类型
	门槛检验类型
	残差平方和
	均方误差
	F值
	P值
	临界值

	
	
	
	
	
	
	10%
	5%
	1%

	命令控制型
	单一门槛
	0.786
	0.003
	36.660**
	0.038
	28.272
	34.602
	69.221

	
	双重门槛
	0.594
	0.002
	93.820***
	0.001
	16.380
	25.197
	39.484

	
	三重门槛
	0.594
	0.002
	0.350
	1.000
	15.890
	41.563
	254.087

	市场激励型
	单一门槛
	0.282
	0.001
	621.340***
	0.000
	32.496
	58.725
	259.886

	
	双重门槛
	0.273
	0.001
	9.020
	0.581
	29.949
	44.051
	94.713

	公众自愿型
	单一门槛
	0.619
	0.002
	124.710***
	0.001
	14.572
	18.368
	44.312

	
	双重门槛
	0.500
	0.002
	69.520**
	0.018
	23.849
	34.334
	106.765

	
	三重门槛
	0.498
	0.002
	1.170
	0.995
	121.635
	196.476
	358.857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4.2.2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对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呈整体倒“U”型的影响趋势。具体来说，当其小于第一个门槛值处于低规制强度时，该变量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负向抑制效应，但不显著；当其越过第一个门槛值处于中等规制强度时，该变量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大幅上升；当其越过第二个门槛值处于高规制强度时，该变量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逐步下降趋于零且不再显著。说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只有在中等合理的规制强度范围内才会产生最优激励，实现环境与工业发展的双赢。
[bookmark: _Hlk23186042]（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趋势与规制强度呈反比。回归结果显示，处于低规制强度区间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1%显著性水平下的正向作用；一旦跨越单个门槛值后，该变量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在1%的水平下迅速下降、由正转负，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过高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仍会给工业企业发展带来压力，迫切需要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发展，进而抵消规制成本；此外，相较于其他环境规制工具实现环境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双赢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较小，提升空间较大。
[bookmark: _Hlk25226648]（3）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亦是呈现出倒“U”型的趋势。当公众自愿型规制强度处于低规制强度范围时，其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抑制幅度小、效果不显著；随着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上升、处于中等规制强度范围后，负向抑制作用变为正向激励，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当其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处于高规制强度范围后，激励作用大幅减小且效果已不再显著。说明目前伴随我国公民环境意识的提升，工业绿色发展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此外，三阶段内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弹性系数均小于命令控制型，说明目前我国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
【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确为零。】
表5  2008－2017年我国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bookmark: _Hlk17877179]变量
	    命令控制型
	    市场激励型
	    公众自愿型

	产业规模 
	0.126***
	0.119***
	0.086*

	产权结构 
	−0.141*
	0.088
	−0.101

	外商投资 
	0.107*
	−0.032***
	0.052

	对外开放 
	0.226***
	0.167***
	−0.232***

	研发强度 
	−0.156***
	−0.104**
	−0.132*

	基础设施 
	0.612**
	0.568**
	0.587**

	0
	−0.069
	0.006***
	−0.003

	1
	0.132***
	−0.001***
	0.059***

	2
	0.000
	
	8.87e-07

	常数估计值
	1.268**
	2.134**
	1.269**


注：“0”“1”“2”分别代表什么？

4.3  PVAR模型结果与分析
4.3.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LLC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的方法对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所选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所示，所有变量均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全部显著，表现出良好的平稳性，从而确保了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表6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
	ADF检验
	PP检验
	平稳性

	log(GTFP)
	−2.053**
	28.719*
	40.434***
	平稳

	log(ER1)
	−3.554***
	29.611*
	32.680**
	平稳

	log(ER2)
	−1.399*
	19.599
	22.344
	部分平稳

	log(ER3)
	−4.348***
	22.163
	33.042**
	部分平稳

	log(GTFP)
	−9.461***
	56.937***
	73.378***
	平稳

	log(ER1)
	−9.257***
	36.358**
	53.731***
	平稳

	log(ER2)
	−4.350***
	35.884**
	66.245***
	平稳

	log(ER3)
	−5.825***
	37.074**
	78.416***
	平稳



4.3.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调节机制，本研究对各环境规制工具施加一个正的标准差冲击，探讨工业绿色发展的具体变化，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分别如图1至图3所示。
（1）给予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一个正的冲击，工业绿色发展在当期就迅速增长至第2期达到正峰值，随后经历下滑，正向效应减小至负值，在第5期时又开始缓慢上升至第6期后轻微下降，直至第9期趋于稳定。这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反映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具有前期正向波动，短期内与受冲击变量变化相反的影响特征说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较灵活的短期正向调节作用，进而使工业绿色发展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变化，但后期影响变动甚微。
[bookmark: _Hlk23184854]（2）给予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一个正的冲击，工业绿色发展在中前期缓慢上升至第4期达到正峰值，随后经历先显著减小再缓慢下降直至第9期趋于稳定，这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这反映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长期持续稳定的正向调节作用，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结构和因素具有很好的长期矫正作用，进而调整工业绿色发展的增长方式，使其达到近似合理的状态，最后达到两者的和谐发展。
（3）给予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一个正的冲击，工业绿色发展迅速下降至第2期达到负峰值后快速上升，呈“V”型影响趋势，在第5期时转负为正缓慢上升，随后轻微下降至第9期达到平稳。这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反映出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前期负向波动、短期内与受冲击变量变化一致的影响特征，说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不同于前两种工具的短期负向调节作用，且调节幅度大、作用显著，对于短期内调节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脉冲响应函数
图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脉冲响应函数
图3  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脉冲响应函数

4.3.3  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准确地探讨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程度。工业绿色发展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7）：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受自身的影响，自身的方差贡献率在其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而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依次为公众自愿型>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具体来看，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率随预测期的增加而逐渐上升，且命令控制型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却随预测期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贡献率。
表7  2008－2017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工业绿色发展
	命令控制型
	市场激励型
	公众自愿型

	1
	85.154
	0.493
	0.040
	14.314

	2
	71.615
	0.492
	0.037
	27.856

	3
	72.366
	1.072
	0.059
	26.503

	4
	71.559
	2.033
	0.069
	26.338

	5
	71.375
	2.341
	0.070
	26.214

	6
	71.135
	2.624
	0.070
	26.171

	7
	70.929
	2.907
	0.072
	26.092

	8
	70.758
	3.138
	0.076
	26.029

	9
	70.624
	3.314
	0081
	25.980

	10
	70.512
	3.461
	0.088
	25.939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环境政策深化及稳定成熟阶段（2008－2017年）的省际工业面板数据，采用SBM-ML指数法测算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分别借助面板门槛模型和PVAR模型，从规制强度和时间维度两方面探讨了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动态调节效应。具体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趋势一致，即随规制强度的增加呈倒“U”型，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趋势则与规制强度呈反比，且在低规制强度区间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不同。其中：就短期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调节效应最灵活，而公众自愿型工具则拥有不同于其他两者的负向调节作用，且调节幅度大、作用效果明显；长期而言，市场激励型工具表现出持续积极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另外两类工具则呈现出中后期趋于稳定且较小的正向调节效应。（3）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我国现行的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依次为公众自愿型>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其中：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率随预测期的增加而逐渐上升，且命令控制型工具贡献率的上升幅度较大；而公众自愿型工具贡献率却随预测期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贡献率。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今后在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发展政策时应该注意考虑以下几点：首先，依据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实施合理的规制强度。政府应对企业的环境活动和经营状况进行全面、及时的调查，根据最新数据展开实时研究，进而制定更为合理的、适应企业承受成本增加能力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做好及时的动态调整。其次，协调运用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长短期调节效应。基于目标要求选择合适的规制工具，在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迫切需求下抓好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相反且灵活的短期调节效应，加大惩治力度、及时处理；注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长期持续稳定的正向调节效应，稳中求进良性发展，进而找到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平衡点，发挥好彼此之间的协调作用。最后，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程度层次不齐，政府应该致力于结合不同类型的法规政策，如环境标准、可交易的排放、污染税和环境信息披露等建立一个平衡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基于经济战略去刺激和打造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此外，对于我国现行的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之间如何充分协调，进而更好地引领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注释：
1）参考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表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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